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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研究的战略协调性、长期积累性、前沿创新性、科技人才聚集性等特点,为开展科学

传播带来保障国家战略需求、做好统筹协调、保证完整延续、确保信息传递不失真等挑战性议题。
本文基于“对话理论”主体认知差异性、主体身份自主平等性,话语转译有效性、结果的应答与交互

融合性四个核心要素,分析了当前四种科学传播路径的利弊。结合基础研究科学传播对中国式现

代化固基赋能重要地位和科普现代化政策落实要求,提出在公众科学意识彰显、参与政府决策更为

主动的现实背景下,政府统筹推进、科学共同体主动作为、内外传播团队协作融合、公众积极回应将

共同构成基础研究科学传播的优质生态。其中,内外传播团队协商同构是值得推荐的新融合模式。
本文对基础研究资助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U.
 

S.,
 

NSF)、英国

国家科研与创新署(UK
 

Research
 

&
 

Innovation,
 

UKRI)、美国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U.
 

S.,
 

NASA),大型基础科学工程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
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FAST)、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
 

ITER),基础研究承研组织/团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

学家团队、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的科学传播实践进行解析,印证优质生态与融合模式塑造意义。
文中提出了对基础研究资助机构的四点建议:从机构与制度建设层面推进科学共同体内生传播团

队建设;强化科学家媒介素养培训的体系化与精准化;加大对外部专业科学传播团队建设联动与服

务赋权;提升科学传播管理职能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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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书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授,现

任中国 科 学 院 科 学 传 播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研究方 向:科 学 传 播、知 识 管 理。主 持 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科技 文 化 融 合 专 项、“国

内外科学传播理论前沿 文 献 采 集 与 集 成

研究方案”等30余项来自科技部、中国科

学院、中国 科 协 的 科 学 传 播 研 究 项 目;出

版《科技传播与当代社会》《中国公民科学

素质测评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丛书五

卷)等著作,曾获科技部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第五届中国出

版政府奖。

钟一鸣 中国科学技 术 大 学 公 共 事 务 学

院博士研 究 生,西 南 科 技 大 学 讲 师,主 要

研究方向为科学传播、非遗保护与传承。

  科学传播作为沟通科学探索发现与公众形成共

振的交互空间,在新型知识生产与消费的社会背景

下,将科学共同体储存的“精英知识”和“可靠知识”
转变为社会“公共知识”和“稳健知识”,从而引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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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出公众对科学工作及探索成就的积极情感,是
系统提升国民科学认知能力和科学素养不可或缺的

组成内容,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着固基赋能的

重要作用[1]。

1 科学传播形态演化与“对话理论”视域下

的传播路径分析

  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科学传播经历了“科学普

及、公众理解科学、公众参与科学”三个阶段,分别代

表不同的传播立场,拥有相异的传播模型(表1)。
在我国的学术界与实践空间,科学普及、科技传播、
科学传播三个概念则呈现并行互动共存的特色。尽

管有学者提出要学国际学术界用科学传播替代科学

普及[2],且认为我国科学传播理念与发展阶段变化

基本与国际保持一致[3]。但国家的实践语境中,科
学普及一直是我国的主流与正统[2],并随着公众主

体性的强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并被划分为传

统、现代与新发展等不同阶段(表2)。本文认为:无
论采用新发展阶段科普概念,还是使用科学传播的

名称,基于“对话理论”的公众参与度和人民主体地

位显现都已逐渐成为“科学传播”或“科学普及”的核

心内涵,故后文中“科学传播”与“科学普及”均表达

这一科学知识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交互共识的

过程。
“对 话 理 论”由 前 苏 联 语 言 哲 学 家 Mikhail

 

Bakhtin奠基,涉及四个核心要素:一是主体认知差

异性,是对话的前提;二是主体身份自主平等性,是
顺利对话的保障;三是话语转译有效性,是对话实现

的关键 核 心;四 是 应 答 与 交 互 融 合,是 对 话 的

目标[4]。
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在科学认知主题上,普遍存

在差异,具备对话前提;公众参与科学或新发展阶段

科学普及则保障了公众与科学共同体的平等交流、
协商权力[5];但在“有效话语转译”核心上,科学共同

体惯用的定义、概念、公式等科学话语表述体系,与
公众习惯的通俗话语体系存在显著差异。为实现对

话应答与交互融合的目标,科学传播当前的四种主

流路径(图1)各有优缺点。

表1 科学传播三阶段演化简表①

阶段 代表时间及标志事件 传播模型 传播立场 传播预设 基本特征

科学普及 二战结束后 中心广播模型 国家/政府立场
公众不懂或缺少科学知识,
绝对相信与服从科学家

命令与灌输式单

向传播

公众理解科学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
《公众理解科学》报告

缺失模型 科学共同体立场
公众缺乏对科学的理解、对
科学不信任

教育与公关式单

向传播

公众参与科学
2000年 英 国 上 议 院
《科学与社会》报告

对话模型 公众立场

公众的科学意识开始觉醒,
参 与 科 学 传 播 的 主 动 性

增强

民主对话与公共

协商多元主体良

性互动

表2 我国科学普及的概念与内涵简表②

概念
代表时间及

标志事件
科普主体 科普目标 科普内容 特征

传统科学普及
1949年科学普

及局成立
政府包办

知识普及助力救国

兴国
科学知识

自上而下、宣传灌输式的科学知

识大众化社会活动

现代科学普及
1978年改革开

放以来
科协、大众传媒

强化科学主义意识

形态,助 力 科 技 发

展,促进富国

科学 知 识、科 学 精

神、科学方法、科学

思想

以科协主导的自上而下宣传灌

输式与大众传媒的市场化运作

为主的单向式宣传,后逐步开启

双向互动

新发 展 阶 段 科

学普及
2012年党的十

八大以来

政府引导、多元

主体参与、全社

会协同

全面助力全民科学

素质 提 升、服 务 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

科学 观 念、科 学 精

神、创新思维、社会

氛围

坚持人民性、突出引领性、注重

科学性、赋予时代性、把握整合

性、拓展开放性的对话机制

①

②

根据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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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是科学共同体直接面向公众进行科学传

播。科学共同体/科学家作为科学信息的生产者,是
科学传播的主要信源。当前,新媒体环境缩小了不

同教育水平群体之间的科学知识差距[6],越来越多

的科学家或科研机构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科普,这种

路径直接、充分体现了主体对话的自主平等,也产生

了一些科学家个人科普品牌,但是,科学探索发现新

知识仍难以流畅地到达目标人群[7]。一是因为科学

共同体/科学家在话语体系转换能力上缺乏专业基

础,如英国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科学传播效果的调查

(2006年)显示,7成以上的科学家没有接受过话语

体系转换的培训,使得对话效果不佳[8]。二是虽有

个别科学家科普品牌,但数量距离广义大众需求太

有限,产生的能量也有限。三是科学共同体与公众

需求不统一。公众对科学话题的信任取决于对科学

共同体的信任[9,
 

10],但他们不愿意被简单地告知应

该依赖怎样的科学知识(而他们实际上没有能力依

赖),而科学家更愿意按照科学共同体传播范式做单

向科学传播,以教育公众接受正确的科学信息[11],
使对话主体的自主平等浮于表面。此外,我国的科

研工作者因为研究任务繁忙、科学传播职能与职业

发展关联度不高、制度要求不明确等原因,参与科学

传播的积极性总体上并不高[12],也现实性地影响了

这一路径的有效发育。
第二种是以媒体为中介的科学传播。这是科学

媒体化的主要形式。大众媒体是公众离开学校教育

后最主要的科学信息来源[13]。科学信息通过媒体

被包装成富有媒体逻辑、被公众熟悉和可预测的形

式,更能吸引目标受众注意力[14,
 

15]。但是,媒体在

依照传播规律、受众偏好实施科学媒体化时,倾向于

突出“新闻价值”,偏好戏剧性议题,强调冲突、新颖、
受众相关、时效等,会职业性淡化、忽略甚至曲解科

学内容[16]。同时因为对科学内容与范式准确把握

能力时有缺失等影响,容易出现“偏离”“歪曲”或“误
读”,公众就较难得到准确、客观的科学信息[17]。持

续反复的偏差,导致科学共同体对媒体的不信任积

累发酵[18],媒体也因此苦恼于科学共同体对新闻过

程、传播技巧理解的不足。最终,“鸿沟”“冲突”“障
碍”成为科学家共同体与媒体的关系表现[19],两者

的矛盾使得“捍卫科学,纠正错误的媒体转述”成为

科学共同体从事科学传播的最主要因素[20]。这一

路径中,媒体科学能力不足与科学家媒介能力欠缺

使话语转译难得良效[21]。
第三 种 是 以 科 学 媒 介 中 心 为 传 播 桥 梁。自

2002年英国首次建立为促进科学家与媒体沟通互

动的科学媒介中心以来,世界各国纷纷成立并运行

这样独立、非营利性、非隶属于党派的机构。科学媒

介中心能提供准确的科学或媒体资源,开展互动活

动,提供科学家媒介素养和媒体科学素养培训,兼具

数据库、资源包、数据分析、表彰等功能[22]。这是优

化的科学媒体化路径,较好地推进了科学家参与媒

体的科学创作,推动和接纳媒体参与并理解科学研

究[7],使科学这一长期以来被认为独立于社会的知

识领域,更有效地链接上媒体喜好,但又不改变科学

共同体的基本行为逻辑和求真标准[23],从而柔性促

进了话语的有效转译。但是,在我国科学传播还承

担意识形态引领阵地作用,以资源与能力提升为核

心的媒介中心作用发挥有一定局限性。
第四种是以科学传播中心或科普场馆团队为中

介,这是具有我国特色的科学媒体化路径。科学传

播中心或科普场馆团队通常是科研机构或科协下设

单位,接受党的领导,承担政治引领使命,拥有一定

比例既了解基础科学,又清楚传播规律的专业科学

传播研究与实践团队。对于中心所在机构而言,其
是内设团队,但对于机构内外的具体领域科学共同

体,则是独立的外部科学传播力量。此传播路径政

治性强,依赖的政策性与现实针对性显著,服务更为

直接且聚焦科学成果。但当前,我国此类团队的核

心任务是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工作

是政策宣传、平台建设、科普场所建设、期刊发行、培

图1 科学传播的主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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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咨询、科技成果转化,仅有少部分会提供深度外接

的科学传播服务,在促进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对话的

话语转译核心能力上,其职责定位与能力发挥还亟

待强化。

2 基础研究科学传播的时代使命与有效对

话的现实挑战

  基础研究是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的科学

研究活动。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强基础研究作为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内容。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

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和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的必由之路。基 础 研 究 作 为 整 个 科 学 体 系 源

头[24]和科技创新源头[25],其科学普及更是创新发展

的关键核心。2018年,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

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基础研究科学传播,能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2022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进一步

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针对性科普,既能及时向公

众普及科学新发现和技术创新成果,更能引导社会

正确认识和使用科技成果,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惠
及人民群众的有效方法。总的来说,基础研究科学

传播能更优质传递国家科技能力、获取公众支持,提
升公众科学创新素养、实现社会认知快速进步,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提供基础性支撑。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发展研究、技术革新顺序

递进形成科学研究一维分类模型[26]。但不同于应

用研究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发展研究将成果

转换为实用材料、装备、方法和工艺,技术革新以新

商品产出为转化目标,基础研究与国家战略及保障

人类文明的若干重大目标相关联,瞄准科技前沿,注
重原创探索,表现形式为前瞻原创表达,实施难度

大、周期长、进展难以预测,离不开科学共同体的协

同和国家科技发展水平支撑[27]。基础研究可谓集

战略协调性、长期积累性、前沿创新性、科技人才聚

集性于一身,这些特点使其与公众科学认知有显著

差异,具备对话前提,但要实现对话中主体自主平

等、话语转译不失真、有效应答与交互融合,基础研

究科学传播面临至少四个挑战:一是如何做好统筹

协调,使基础研究,尤其是涉及国家或国际重大科技

项目与工程的基础研究,在传播中保持系统性与全

貌性;二是如何回归研究情境,向公众展现科学家集

群的研究全周期情况[28],使长期迭代发展的基础研

究,在传播中保持完整性、延续性;三是如何既确保

公众立场与公众需求,更站稳国家与人类文明立场、
守牢科学共同体的基础发心;四是如何在全球科技

最前沿的原创表达与公众已有知识体系中,找到双

方认可的,既具表达权威性,又能有效转译的“话语

符号”,建立平等对话[5]。

3 “对话理论”视域下我国基础研究科学传

播的优质生态与内外团队融合传播模式

  基础研究科学传播的国家战略与系统全貌需

求,充分体现了政府统筹、政策指挥在传播中的重要

地位。完整延续性对呈现研究真实、全面的认识论

过程提出了要求。外部媒体很难对长周期的基础研

究保持全程跟踪,科学共同体作为对自己科研成果

全流程最了解的群体,组建内生传播团队是承担基

础研究传播任务最专业、最权威的选择。当前,出于

充分利用自身专业知识、符合自我兴趣爱好、能为社

会做贡献这三个原因,科学家具有一定的科学传播

动力[29]。但是,科学传播不是科学家主业,基础研

究科学传播作为“团体持久战”,科学家因受所在团

队对科学传播重视程度、系统组织动员情况、晋升激

励方式与制度的影响[29],和缺少传播技能、时间精

力和传播意愿都不充分的现实,实际上的主动性并

不乐观。据《中国科学基金》2023年统计数据,2016
至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主渠道———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结题报告中仅有12.18%填报

了科学传播相关内容,且有科学传播内容的项目多

使用机构官网开展,未涉及公众接触最多的大众媒

体与新媒体,而且,这种现象在面上项目和正高职称

中表现更为明显[30]。既反映了基础研究科学传播

的行动乏力、效果欠佳,也体现了科学家对科学传播

价值使命的理解缺位,说明科学家的传播意识与技

能与其科学研究意识及技能未能平衡,提示基础研

究科学共同体内生传播团队建设不能仅靠科学家的

自我热情和社会责任感,需要统筹组织、有效激励,
才能形成公共传播的持续动力与合力。

基础研究科学传播话语转译挑战对传播主体的

媒介能力和公众科学素养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当

前,公众科学意识愈发彰显、参与政府决策更为主

动。但面对基础研究科学共同体存在研究任务繁

重、媒介化大众“转译”能力不足的客观事实,要激励

科学共同体内生传播团队建设,建设并引入熟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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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传达的外部专业科学传播团队是一种值得推荐的

方法。但是,引入并不是要停留在科学共同体与媒

体进行线性先后段传递转译的合作方式,这种方式

对于政治引领使命作用发挥和科学话语转译效率提

升均存在欠缺。能深度协同的外部团队的引入需要

聚焦在内外团队的协商同构机制,即在向公众进行

科学话语体系转换前,内外团队开展同时在场的基

于公众立场的科学传播前端对话,共商第一手核心

资源的准备,由内生团队予以落实,保证科学知识传

播的准确性、前沿性、权威度[18],并就优质媒体矩阵

实施传播服务的方案进行融合研讨,消减科学共同

体与媒体在传播话语转换上的冲突,确保“转译”既
不失真,又能通达。

本研究认为:政府统筹推进、科学共同体主动作

为、内外团队融合传播、公众积极回应是基础研究科

学传播优质生态构建的前提支撑(图2),其中,内外

协商同构的融合传播模式是更高效实现基础研究科

学话语体系向公众话语体系准确“转译”与传播的关

键路径。一是该路径符合将基础研究科学传播的挑

战转化为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机遇的需求;二是该路

径关联当前我国科普政策的落实。如关联《意见》对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七项任务中的“加强科普作

品创作、提升科普活动效益、壮大科普人才队伍”;符
合《“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则》中的“加
强科普工作统筹协同、大力培育科普人才、围绕科技

强国的重点领域开展科普、聚焦前沿开展针对性科

普、构建全媒体科学传播矩阵、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

参与科普工作的积极性”等要求;能实质性落实《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中“繁
荣科普创作、全媒体科学传播能力提升、专职科普队

伍建设”等举措。

4 基础研究科学传播内外团队融合传播的

实践观察

  为了论证基础研究科学传播优质生态及科学共

同体内外团队融合传播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本
研究分析了国内外基础研究资助机构的科学传播有

效措施、以基础研究为核心内容的大型基础科学工

程的科学传播成功经验、承担基础研究的组织/团队

的科学传播实践成果,发现这一优质生态与融合模

式已有现实探索与起步成效。

4.1 政府统筹主导在基础研究科学传播中的作用

发挥

  中国科学院既是基础研究资助机构,更是中国

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承担着诸多基础科学研究

和30余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行。
作为国家级科学共同体,中国科学院高度重视科学

传播,制定《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工作管理办法》
(2016年)《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

学传播工作的通知》(2019年);成立全国各部委第

一个科学传播司局级专门机构—科学传播局;要求

将科学传播经费纳入预算,创造办公条件,多举措统

筹推动全院及资助的基础研究[31]。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U.
 

S.,
 

NSF)将

图2 我国基础研究科学传播优质生态构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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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用于公众教育”写入资助项目的强制管理

要求,以政策约束助推了科学共同体开展科学传

播[32]。美国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U.
 

S.,
 

NASA)将科学传播

列入战略计划,明确将“有效的科普与公众参与作为

NASA及下属机构和每项任务的主要目标”,要求

NASA“广泛传播其有关活动信息和结果,增进公众

理解和 参 与”[33]。英 国 国 家 科 研 与 创 新 署(UK
 

Research
 

&
 

Innovation,
 

UKRI)将公众参与作为重

要的职能,制定有《公众参与战略》,要求每个从事研

究和 创 新 工 作 的 人 都 必 须 与 公 众 建 立 深 层 次

联系[34]。

4.2 基础研究科学共同体内生传播团队建设经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的粒子物理科学家

们(简称“中国科大粒子物理学家群体”)在从事最前

沿科学研究的同时,努力探索着“将不同领域的人们

聚起来,探讨科学问题;将深刻有趣的科学讲出来,
在下一代中产生科学萌芽”的探索+对话路径。粒

子物理学家群体开展了内部强化科学传播的重要

性,参与解读国内科学资助机构科学传播政策,培养

科学家的科学传播意识等系列引导举措;通过组织

经常性的科学艺术沙龙对话,为科学家萌发科学传

播新思路、新想法营造出良好的思考氛围。组建起

以赵政国院士在内的多位前沿科学家内生传播团

队。中国科学院要求各部门、各研究所(含分院)成
立科学传播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自身业务范围内科

学传播策划、组织、实施;明确规定各单位要确定兼

职科普员、配置专职科学传播工作人员、强化科学家

媒介素养培训,形成内部工作网络,更鼓励设立独立

的科学传播处室建制。

500米 口 径 球 面 射 电 望 远 镜(Five-hundred-
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FAST)
自1994年提出建设建议书起,就将科学传播作为科

技创新的另一主线。大科学工程办公室现场负责人

作为项目高层管理者,统筹FAST项目科学传播。
基于项目专业性高、建设周期很长特点,以及驻场科

学家们熟悉工程、了解工艺,清楚拍摄重点,驻场也

不受时空限制的实际情况,工程办公室从一开始就

向负责工程技术的科学家们提供媒体技能培训,组
建内生科学家兼职媒体传播与素材采集团队。团队

采用定点自动拍摄、每日专人归档,及时收集遥感数

据,无人机航拍、按月归档,人工跟拍三种方式,同步

积累FAST高清声像影音素材,形成了22TB的资

源库[35]。按照重大节点、重要人物、重要工艺流程、

建设者风貌、遥感影像等类型对资源库实施分类管

理。兼职团队运用声像资源,制作完成《南仁东:一
眼万年》《“天眼”之书》等5部影片,分别在国际国内

科教、电视领域获奖。
国 际 热 核 聚 变 实 验 堆 计 划 (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
 

ITER)从建

设初期就将“向公众介绍ITER计划和聚变能源,传
递和平利用聚变能的可行性,获取公众支持”作为科

学传播的定位与目标,通过研讨会、培训会和各种活

动融合内部多元文化,使来自35个国家,使用40种

语言的科学共同体,能严谨一致地对外展现项目进

展中的科技信息与专业故事[36]。

4.3 内生传播团队与外部专业科学传播团队协商

同构融合模式实践与积极的公众应答效果

  中国科大粒子物理学家群体与中国科学院科学

传播研究中心(简称“传播中心”)深度协同进行科学

传播品牌化运作的探索经验:科学家内生传播团队

在提供专业科学前沿探索内容“转译”提炼的同时,
全程参与传播方案设计与执行,确保内容和过程提

炼的科学性、专业度,加深了专业传播团队对基础前

沿科学的熟悉与理解,确证了科学话语体系向公众

话语体系转译不失真这一关键前提。而传播中心提

供专业的、贴合受众需求的传播计划与交互流程,并
联动传播中心副主任、中国著名科学传播大V袁岚

峰(拥有700余万粉丝、视频节目播放量超过1亿)
的个人科普品牌“科技袁人”视频号直播,保障传播

效果。内外协商同构融合传播模式成功构架起高端

科普资源科普化转换的聚集平台“FIND论坛”。首

期FIND-“暗物质沙龙”即有超过2万人次观看直

播;圆满组织开展“希格斯粒子十周年纪念”物理科

普对话型直播、“陶粲物理沙龙”等系列前沿科学对

话,有近20位粒子物理前沿科学家参与演讲型对

话,超过3万人线下线上参与,新华社、新华网等数

十家媒体对活动予以关注和助力传播。
中国科学院明确导向内外团队融合传播方式:

将全院科学传播相关专业组织、研究单位、科普基

地、志愿者团队作为科学传播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

与支撑,由科学传播局总负责、实施协调管理,为各

院所具体领域科学共同体提供科学传播服务支持;
要求融入国家融媒体战略,与国家、地方主管和从事

科学传播工作的外部团队及成熟融媒体平台通过战

略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等方式建立长效沟通、
协作机制,打造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的科学传播

工作平台与格局[37]。在这样的融合传播理念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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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院与下属11个分院、100多家研究院所形成

了以内外团队融合传播为特色的科学传播矩阵品

牌。如科学传播局主管,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办,
汇集研究院所科学家力量,联动各类专业媒体打造

的“中国科普博览”;科学传播局主办,院所科学家担

任作者,中国科普博览团队负责媒体运营的“科学大

院”;物理所新媒体中心联合所内科学家与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科普中国”、Bilibili等专业传播团队联合

打造的“中科院物理所”“二次元的中科院物理所-
Bilibili”,均在“典赞·科普中国”2017~2019年“十
大科普自媒体”评比中获奖,其中,2017年中国科学

院在十个名额中占据两个席位。当前,仅抖音平台

的“中科院物理所”与“中国科普博览”就有近500万

粉丝。

图3 “希格斯粒子发现十周年纪念”对话活动中的联手各方

FAST科学传播也重视内外融合,与中国科学

院科学传播局等专业科学传播机构协商同构,以内

部团队的媒体素材作为一手资料,制作发行电影电

视剧[35];长期与新华社贵州分社密切联系,记录并

发布中国天眼的重要瞬间;与著名作家蒙泽敏、王宏

甲多轮次共商共议,完成文学作品《中国天眼》《中国

天眼:南仁东传》。ITER在理事长办公室下设置传

播办公室,由一支独立于具体研究科学共同体的专

业且创新的传播团队全面负责国际联合大科学工程

的科学传播,确保ITER无论官方网站还是提供给

媒体的科学传播素材,均产生于内部科学家团队与

专业传播团队的无间隙合作[38,
 

39]。ITER每年超过

万人参观,网站浏览量每天超过3
  

000人次。良好的

公众对话提升了核聚变领域的私人投资额。核聚变

工业协会(the
 

Fus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FIA)
的报告显示,2022年,ITER私人投资总额达47亿

美元,比2021年增加了151%。NSF资助内外团队

全程合作的科教电视节目、电影记录片和广播剧制

作[32]。NASA为各项基体探测任务的科学共同体

提供科普团队与社交媒体团队,开展科学传播协同

服务[40]。目前,NASA已拥有3.3亿全球粉丝[41]。

UKRI组织专门的项目团队与科学传播协同顾问小

组,打造了包括科学智识(Sciencewise)、STEM大使

在内的超过15个全球驰名科学传播品牌项目[42],
如奇迹倡议项目(Wonder

 

Initiative)的公共参与顾

问小组分为7种类型,4类为科学传播专业人士,与
空间科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项目经理等组成的

科学共同体融合商讨传播技术与活动策略[43]。

5 基础研究资助机构推进内外团队协商同

构融合传播模式思考

5.1 强化刚性政策导向、激发机制动能,推进内生

传播团队发力

  中国科学院、UKRI、NASA、ITER、FAST等基

础研究资助机构和大科学专项均将科学传播管理队

伍建制化与职能赋权写入组织架构和战略计划,通
过政策约束设置专职机构,由高层管理者统筹科学

传播进路。NSF要求基础研究申请时要陈述“更广

泛影响”的内容,结题时提交用公众话语编写的项目

简介与成果报告[44],并强制性要求研究成果开展公

众教育[45]。欧盟成员国共同参与的重大科技计划

“欧盟框架计划”自2003年“第六框架计划(FP6)”
起,就将“研究成果与公众交流”作为项目申请条件,
要求项目执行中,科学家共同体要与政府、公众进行

对话和讨论,成果评估时考察公众参与情况[46]。这

些体制机制与项目约束性条款从组织形式和制度层

面确保了科学传播与科学研究都是科学共同体的必

要事务。
当前,我国国家科技战略与资助机构对科学传

播的管理方式,多是鼓励引导性质,真正具备专门机

构与职能主体性质的建制化设计依然与国家需求不

够匹配。加强机制改革,积极推进建设科学共同体

内生传播团队的普适化建设,完善简明而具体的实

施细则、工作办法,实现科研管理行政赋权,有利于

解决基础研究科学传播面临的周期长、科学家群体

媒介“转译”能力不足、重大工程协作统筹难等典型

问题。因此,亟需将基础研究申报团队的科学传播

能力规划、传播效果纳入业绩评价体系,为科学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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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责任使命、能力素质提升、时间精力分配、可持

续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同步推进提供政策引领。

5.2 强化科学家媒介素养培训的体系化与精准化,
提升科学共同体内生传播力量

  科学家与基础研究科研项目长期相伴,最了解

项目内容与实施进展,具备讲好科研故事的最优条

件。如ITER所有媒体素材均初产自内部团队的特

色、中国科学院以科学传播矩阵展开活动的方式,都
说明掌握良好的公众话语体系转换能力后,科学家

将是最优质的面向大众的科学传播内生力量。加强

基础研究科学传播内生团队建设,既保证了传播内

容的专业性、科学性、前沿性,也颇能助力传播效果

的整体性、延续性。同时,内生团队的科学背景和研

究相关性,特别有利于科学共同体的其他科学家将

转译和传播任务放心交付。当前,培训媒体技能,强
化科学家交流和简明叙事“转译”能力,提供资源支

持和奖励,已是若干基础研究资助机构提高科学共

同体科学传播能力的优选做法与实践经验。资助机

构可将科学家媒介素养培训纳入中长期规划和项目

管理方案,使培训更具体系化和覆盖面的力量;针对

不同学科领域科学话语体系“转译”难度不同的情

况,设计规划有针对性的分类培训,提高精准化是操

作层面值得推广的做法。

5.3 加大对外部专业科学传播团队服务赋权,促进

内外传播团队融合发力

  外部专业科学传播团队是 NASA科普项目的

重要成员;中国科大粒子物理科学家群体与中国科

学院传播中心的合作,促成了前沿科普活动快速实

施且取得公众对话的聚焦效果。专业科学传播团队

兼具科学素养与媒介素养,既能够快速理解科学共

同体的科学表达,也清楚“转译”的公众话语体系需

求,熟悉传播技术路径。科学家内生传播团队与外

部专业传播团队深度携手型的融合传播模式,确实

能够消除科学家对媒体可能出现歪曲科学内容及形

态的担忧,也有利于运用公众熟悉且喜欢的传播策

略组合,帮助科学家更好地实现公众易于接受的“转
译”表达,促进科学家与媒体、公众在“对话模式”中
快速建立对话信任。在举措上可以考虑的是将专业

团队合作方式写入项目资助要求的政策之中,鼓励

现有的科学传播中心、科普场馆、科普基地等领域的

专业化科普研究与实践人才强化对外科学传播服务

能力,面向社会孵化遴选一批外部第三方专业科学

传播团队,促进其与科学家形成新的科学表达共同

体。对资助机构已经建设的科学传播团队,有引导

性地增加其提供第三方服务的权限与空间,使优秀

团队能服务更多基础研究的科学传播需求。

5.4 优化基础研究资助机构科学传播管理职能,提
升聚焦中心任务的职能权限

  科研资助机构的体制机制与管理制度直接影响

科学传播的参与度和效果[47]。如 NASA由公共传

播办公室统筹公众对话,新闻办公室分类处理受众

咨询,STEM参与办公室负责STEM 工作,公共事

务部及各下属机构公共事务干事负责综合宣传与信

息发布的多个专职部门联动方式,帮助NASA成为

拥有3.3亿粉丝的世界知名科研机构和基础研究资

助机构[4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作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建设

有科学传播与成果转化中心,负责基础研究项目成

果的传播及转化。中心分为6个部共15名工作人

员,承担了包括政策宣传、成果传播与评估转化、培
训、网站与新媒体建设、期刊出版等8大类任务。其

中,科学传播部2名工作人员需要完成资助成果传

播策略与组织实施、出版物事项、与外部团队协同融

合、文化建设等多项事务。自然科学基金委平均每

年资助4万余项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科学研究项目,
当中绝大部分研究成果属于鼓励开展科学传播范

畴,但这些成果结题报告中实际填报了与科普职责

相关内容仅12.18%,“转译”现状不容乐观[30]。
自然科学基金委对基础研究科学传播的组织实

施任务重、难度大。从进一步优化目标说,可以考虑

优化顶层管理架构,提升科学传播职能权限,使科学

传播的管理服务工作更聚焦在推进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项目成果的有效“转译”和实现与公众对话的中心

任务上。通过系统谋划、整体布局,形成更聚焦的实

施办法、指导意见,开展指导监督等方式,促进基础

研究资助机构与公众有效交流,提升公众对基础研

究资助事业的理解,获取公众对国家战略性科学研

究的支持,并在以良性对话形式实现的公众参与中,
为基础研究与项目资助的进一步深化找准关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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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sic
 

research,
 

such
 

as
 

strategic
 

coordination,
 

long-term
 

accumulation,
 

cutting-edge
 

innovation,
 

and
 

gather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bring
 

challenging
 

issues
 

such
 

as
 

ensuring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ensuring
 

overall
 

coordination,
 

ensuring
 

complete
 

continuity,
 

and
 

ensuring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without
 

distortion
 

for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current
 

four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paths
 

based
 

on
 

the
 

four
 

core
 

elements
 

of
 

“dialogue
 

theory”:
 

cognitive
 

differences
 

in
 

subjects,
 

autonomous
 

equality
 

of
 

subject
 

identity,
 

effectiveness
 

of
 

discourse
 

transl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response
 

in
 

outcom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basic
 

research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olic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under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of
 

public
 

scientific
 

awareness
 

and
 

proactive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s
 

decision-making,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initiative
 

of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the
 

collabo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teams,
 

and
 

the
 

public
 

actively
 

responding
 

will
 

jointly
 

constitute
 

a
 

high-quality
 

ecology
 

of
 

basic
 

research
 

science
 

communication.Particularly,
 

the
 

negotiation
 

and
 

isomorphism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teams
 

is
 

a
 

recommended
 

new
 

integration
 

model.
 

Through
 

analyzing
 

the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of
 

basic
 

research
 

funding
 

agencies
 

such
 

a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United
 

States,
 

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large-scale
 

scientific
 

projects
 

such
 

as
 

Five-
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Telescope
 

and
 

International
 

Toxicity
 

Estimates
 

for
 

Risk,
 

and
 

research
 

organizations/teams
 

such
 

as
 

the
 

physics
 

team
 

of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nd
 

the
 

Science
 

Communication
 

Bureau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this
 

article
 

confirms
 

the
 

significance
 

of
 

shaping
 

high-quality
 

ecology
 

and
 

integration
 

models,puts
 

forward
 

four
 

suggestions
 

for
 

basic
 

research
 

funding
 

institution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internal
 

communication
 

tea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precision
 

of
 

media
 

literacy
 

training
 

for
 

scientists;
 

Strengthen
 

the
 

linkage
 

and
 

service
 

empowerment
 

of
 

external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teams;
 

Enhance
 

the
 

functional
 

authority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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